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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食利资本主义的现象。 由于全球化、 持续的技术革命和新

自由主义的劳工与社会政策等多重影响， 食利资本主义中形成了新兴的大众阶级， 即不稳定无产者。 与其

他阶级相比， 不稳定无产者的独特性体现在生产关系、 分配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等三个方面。 在不稳定

的全球经济背景下， 不稳定无产者的规模越来越大， 不确定性愈加突出， 大多数人陷入脆弱的处境。 这无

疑迎来了重要的转型时刻， 在这场转型过程中， 基本收入理应扮演重要的角色。 基本收入不仅可以在正义、
自由和安全这三方面加以证成， 在经济上也是可证成的。 基本收入当然不是灵丹妙药， 但如果一个社会想

减少长期的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等弊端， 它可能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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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ＡＺＤ００４）

纵观历史， 资本主义一直在演变， 改变了特征， 也改变了界定每个时代的阶级结构。 ２０ 世纪的
变化可通过参考卡尔·波兰尼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所谓的大转型予以理解。② 简言之， 在他的表述中， １９
世纪 （主要是在英国） 工业资本主义的演变有一个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初始阶段。 在该阶段， 旧的分
配、 规制和社会保护系统被废除， 我们称之为 “自由市场经济” （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的追求。

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说， 这是一个经济与社会 “脱嵌” （ｄｉｓ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的时期， 即不受文明化的
社会力量的控制。 因此， 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因素成倍增加， 直至出现系统性的危机———用他的话说
就是一个 “文明毁灭的威胁”。 这表现在大萧条、 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非人道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曾有一个时代， 资本主义经济重新嵌入 （ｒｅ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社会， 通过由西
欧国家领导的一般称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的方式， 以及主要在美国的福利
资本主义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的方式。 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有诸多独特特征， 在此我们不作讨论。
然而， 与本报告的论述最相关的是， 这是一个资本向主要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做出让步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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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社会民主短暂胜利的时代。 作为对接受资本管理和控制积累过程的权利的回报， 国家推
行的政策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分享经济增长收益， 同时部分地将劳动去商品化 （ｄ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ｌａ⁃
ｂｏｕｒ）。 国家提供基于劳动的保障， 以及一系列不断扩大的非工资性国家福利， 资本则向雇员提供非
工资性企业福利。 随着非工资福利的价值上升， 工人所谓的社会收入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稳步偏离货币
工资。 我们知道， 类似政策是苏联的列宁主义的一部分， 也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中国的单位
“铁饭碗” 政策的一部分。

实际上， 资本主义下的无产阶级得到了基于劳动的保障， 以应对所谓的意外风险， 如失业、 事故
和疾病， 以及终身危险， 如生育和养老。 但是， 这种保障是以从事劳动和愿意从事劳动为严格条件
的， 或者是作为从事劳动的人的依赖者。 因此， 这实际上是虚构的劳动去商品化 （ 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 ｌａｂｏｕｒ ｄ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如果你不提供全职劳动， 你就没有保障， 或者你所拥有的保障取决于对雇佣劳动者
的依赖性。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有两个问题变得严重起来。 由于货币工资已经下降到占总劳动报酬的低比
例， 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动力缺乏。 这在苏联达到了极端， 工人们有一个笑话： “他们假装给我们钱，
我们假装工作。”

第二个问题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来说是毁灭性的。 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实际上已经把
劳动力从国际贸易中剔除。 生产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商品的国家有类似的劳动力成本水平， 有类似的非
工资福利， 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 但主要生产补充性的初级产品。 这意味着劳动力成
本不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然而， 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随着在东南亚以出口为导向的主要
“新兴工业化国家” 出现， 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于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福利国家资本主
义经历了严重危机。 波兰尼的大转型的嵌入阶段崩溃了。

这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革命 （ｎｅｏ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由被称为 “芝加哥学派”
的经济学家所领导。 资本主义的鼓吹者再次占了上风， 他们提倡 “自由市场经济”， 但实际上却支持
金融资本和加强国家对劳工的监管， 旨在削弱工人的谈判地位， 降低他们的社会收入。 这是一个劳动
再商品化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 非工资福利和社会服务被削减， 社会
民主政党也失去了权力。

但是， 正如我在书中所论述的， “自由市场” 的新自由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金融资本牢牢控制着局面， 出现了一种与新自由主义者声称他们想要的东西相反的资本主义形
式。 将它描述为全球食利资本主义 （ ｒｅｎｔｉ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最恰当不过了。 这是私有产权的胜利， 越来
越多的收入———实物资产、 金融资产和所谓的知识产权———流向财产所有者。

这个新系统于 １９９４ 年全面生效， 当时达成了一项名为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ＴＲＩＰＳ）
的国际协议， 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全球化。① 这标志着美国的霸权主义达到了顶峰。 当时， 中国并
不在其中。 它到 ２００１ 年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很快申请了更多的专利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 将垄
断性的利润给予领先的公司和金融资本。

与此相关， 全球化的食利资本主义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收入流向财产所有者， 而越来越少地流向从
事劳动和工作的人。 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或下降， 世界各地的收入和财富不平
等都在加剧。 使这一切变得更糟的是， 政府给本国大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补贴和税收减免， 以提高它们
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

一、 ……而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

同时， 由于全球化、 持续的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的劳工和社会政策， 一个新的全球化阶级结构
形成了。 资本主义的每一种配置都会产生新的阶级结构，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用二元论的术语来描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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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结构是一个错误， 似乎今天的阶级和阶级结构与 １９ 世纪马克思时代的阶级结构是一样的。
一个阶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定义： 独特的生产关系、 独特的分配关系以及与国家的独特关系。 考

虑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简单描述食利资本主义下的全球阶级结构。 按照平均收入和国家权力的递减顺
序， 顶端是由极少数亿万富翁组成的财阀 （ｐｌ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他们的巨额收入大部分来自于财产形式。 在
他们之下的是精英 （ｅｌｉｔｅ）， 主要担任管理职务， 但也从财产中获得收入。 接着是一小群独立的自营
职业者， 我称之为专业人士 （ｐｒｏｆｉｃｉａｎｓ）， 他们赚了很多钱， 但生活没有保障。 然后， 还有一个更大
的工薪阶层 （ｓａｌａｒｉａｔ） ———那些有带薪的工作、 职业养老金、 房屋和股票的人。

这四个群体在我的书①中都有详细的定义。 关键的是， 一方面， 所有的人都是食利性收入的接受
者； 另一方面， 所有的人在客观上和情感上都脱离了现有的福利国家。 他们并没有从社会政策中获得
多少好处， 也不期望需要这些政策。 人们常常忽略的是， 工薪阶层以及财阀和精英阶层在食利资本主
义时代表现得非常好， 尤其是从资产价格通胀中获益。 新的阶级结构并不是 “１％ 对 ９９％ ”， 正如太
多的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 那些最上层的人———在大多数国家可能占人口的
２５％———几乎没有维护工资、 劳动标准或国家福利的意愿， 除非他们担心由于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大多
数人反抗而失去他们的特权。

在不断发展的阶级结构中， 这些群体下面是旧的无产阶级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社会民主政党和工会是
为他们建立的， 他们的利益由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推进。 这里的关键点是， 首先， 无产阶级受到无产
阶级化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即习惯于稳定的全职劳动的纪律； 其次， 他们经历了虚构的去商品化
（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 ｄ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即货币工资在社会收入中的份额缩小了， 更多的非工资福利给了他们
劳动保障。 如前所述， 这并非真正的去商品化， 因为他们不得不出卖劳动 （努力和时间） 以获得这
些权利， 或者与准备这样做的人结婚。

对无产阶级来说， 过去和现在的标准是从事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 他们被诱导产生了一种虚假意
识 （ｆａｌｓ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他们的政治代表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 他们把从事工作浪漫
化， 承诺充分就业， 并悄悄采取所谓的 “工作福利制” （ｗｏｒｋｆａｒｅ）， 即拒绝向任何不提供劳动的人提
供福利。 作为社会主义者， 他们轻易地忘记了他们在工作中处于从属的地位， 也没有回顾马克思对工
作中的劳动是 “主动异化” 的描述。

无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规范是就业保障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而不是职业保障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别人叫他们做的活动。 他们在工作场所和劳动时间里受到剥削。 至于他们
的分配关系， 无产阶级的人从来不是租金领受者 （ ｒｅｎｔ －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他们没有财产收入。 但作为一
种规范， 他们也没有受到租金机制 （ｒ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的结构性剥削。 　 　 　 　

这导致了食利资本主义的新兴大众阶级， 即不稳定无产者 （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ｒｉａｔ）。 这不是一个 “下层的
阶级” （ｕｎｄｅｒ － ｃｌａｓｓ）， 而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类别。 不稳定无产者的独特生产关系包括拥有不稳定、
不安全的劳动， 不得不从事大量非劳动性质的工作， 包括为国家服务， 没有职业或组织的叙事可以赋
予自身， 以及在工作场所之外和劳动时间之外一样受到剥削和压迫。

许多人被卷入经济学文献中所谓的 “平台资本主义”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成为 “礼宾” 工作
者 （ ‘ｃｏｎｃｉｅｒｇ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或 “云任务工作者” （ｃｌｏｕｄ ｔａｓｋｅｒｓ）， 被应用程序和其他劳务经纪人控制和
操纵。 最重要的是， 他们正在习惯于不稳定无产化 （ｐｒｅｃａｒｉ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与无产化相反， 也就是说，
他们被迫接受和适应没有安全职业身份的不稳定劳动生活。 在中国， “蚁族” 这个生动的概念与之最
为接近。

不稳定无产者的分配关系是独特的。 首先， 他们必须努力仅靠低下的、 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货币
工资生存， 即便有任何非工资福利或有保障的国家福利， 那也很少。 其次， 他们系统地受到租金机制
的剥削， 一直生活在不可持续的债务的边缘。 他们所经历的不安全感与无产阶级不同， 其特点是在他
们的生活受到不可预测但常见的冲击时， 长期处于不确定和脆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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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很糟糕了。 然而， 正是与国家的关系的独特性最能定义不稳定无产者。 不稳定无产者的主
要对立面是国家， 而不直接是资本。 现实是， 他们正在失去或没有获得公民的权利和资格。① 最重要
的是， 他们沦为祈求者 （ｓｕ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依赖房东、 雇主、 父母、 慈善机构和陌生人自由裁量的仁慈，
希望这些人能对他们表示同情。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的词源来自拉丁文， 指 “通过祈祷获得” （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ｂｙ
ｐｒａｙｅｒ）。 不稳定无产者几乎就像乞丐， 他们必须依靠人们的慈善。 他们没有安全的权利， 因此经历
着持续的不安全。

必须强调的是， 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阶级， 因为资本和国家希望它作为生产系统的一个功能部分
而存在。 但是， 在不稳定无产者的下面是一个巨大的、 不断增长的流氓不稳定无产者 （ ｌｕｍｐｅｎ － ｐｒｅ⁃
ｃａｒｉａｔ）， 一个 “底层阶级”， 由数百万人组成， 他们生活在街头， 过早地死于社会疾病、 阿片类药物
和自杀式抑郁症。 底层阶级代表了对不稳定无产者的一种威胁。 它提醒他们， 除非他们符合新的规
范， 否则他们可能陷入更糟糕的生活。

不稳定无产者是 ２１ 世纪的核心工人阶级。 但必须强调的是， 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在形成中的阶
级 （ｃｌａｓ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ｍａｋｉｎｇ）， 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 （ｃｌａｓｓ － ｆｏｒ － ｉｔｓｅｌｆ）。 这意味着， 虽然不稳定无
产者的成员意识到了界定他们自己的条件， 但他们还没有团结起来， 对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转型社会有
一个共同的看法。 事实上， 不稳定无产者由三个群体组成。

第一类人可以被称为 “返祖者” （Ａｔａｖｉｓｔｓ）。 这些人来自古老的无产阶级家庭或社区， 他们回顾
了真实或想象中的劳动保障生活。 他们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 希望恢复往日的生活。 这个群体倾向于
支持新法西斯主义或民粹主义政客， 如唐纳德·特朗普， 这些政客承诺要恢复一些想象中的光辉的往
昔。

第二种可以称为 “怀旧者”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ｃｓ）。 这些人大多是移民和少数族群， 他们觉得自己在任何
地方都没有家。 他们没有 “现在”， 没有 “此时此刻” （Ｈｅｒｅ － ａｎｄ － Ｎｏｗ）。 他们不会支持新法西斯
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 但他们感到并被剥夺了权利、 被社会抛弃。 在这个群体中有大量的人， 不时地
沉浸在 “愤怒的日子” 中。

不稳定无产者中的第三派可以被称为 “进步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 这些人主要是年轻人和受过教
育的人， 他们被承诺如果上了大学就会有一个未来， 但他们毕业后， 除了持续的债务和不确定性的前
景外， 没有任何未来。 他们也不会支持新法西斯主义的议程， 而是正在世界各地寻找一个新的未来。

正是这第三个群体可以成为新的进步政治的先锋。 他们之所以是一个新的危险阶级 （ｎｅｗ ｄａｎｇｅｒ⁃
ｏｕｓ ｃｌａｓｓ）， 是因为他们既不认同资本， 也不认同劳工。 他们不受虚假意识的影响， 不认为理想的情
况是从事全职工作。 当然， 大多数人确实想要工作， 这是出于需要。 但他们认为工作是工具性的， 而
不是决定他们的生活、 身份或愿望。 我们必须认识到， 不稳定无产者不仅仅是 “受害者”， 他们也是
积极的， 他们正在寻求一个替代的现实， 以取代今天的规范。 　

这是中国和其他地方新出现的 “躺平” 现象背后的原因。 “躺平” 只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强加的规
范， 这些规范说人们应该努力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应该努力工作， 希望或期待向上的社会流动。 政治
领导人必须对不稳定无产者的能动性和他们的愿望做出回应。

二、 不确定的时代

在不稳定的全球经济背景下， 不稳定无产者的规模越来越大， 其主要特征是不可预测的不确定
性。 这种情况由于历史力量的独特组合而变得更加严重。 资本主义一直是不稳定的， 正如马克思所首
先明确指出的那样。 但他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的食利资本主义与令人震撼的技术革命和生态危机同时发
生， 在这种情况下， 金融危机、 自然灾害和大流行病越来越普遍， 而且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质。

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的时刻， 也是一个危机不断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回顾卡尔·波兰尼对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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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２０ 年代的评估， 世界要么陷入专制主义、 市侩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黑夜， 要么决定性地转入
一个新的启蒙时代。 目前， 第一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 但这是可以避免的。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长期不确定的时代， 危机层出不穷， 几乎每个国家的大众都
陷入了社会和经济不安全、 贫困、 压力和健康不良的困境。

先是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 随后是西方国家十多年的 “紧缩” （当时国家福利和公共社会服务被
严重削减）。 本世纪初以来出现的六次大流行病中， 以新冠疫情最为严重， 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 而
现在， 随着通货膨胀的激增， 出现了 “生活成本” 危机， 使更多人面临不可持续的压力。 在这种背
景下， 令人厌恶的战争只不过是新殖民主义的土地掠夺而已。 如果我们对这一切还未感到恐惧， 那么
我们就理应感到恐惧。

２００７ 年， 一位黎巴嫩裔美国金融家纳西姆·塔勒布 （Ｎａｓｓｉｍ Ｔａｌｅｂ） 创造了 “黑天鹅” 一词， 以
指代那些罕见的、 不可预测的、 具有破坏性后果的社会和经济冲击。① 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大多数
天鹅是白色的， 看到黑色的天鹅令人震惊。 然而， 今天的社会和经济冲击一点都不罕见。 但它们在发
生的时间、 地点和原因以及谁会受到不利影响这些方面是不确定的。 因此， 你我都不能确信我们不会
成为受害者。 大多数人都感到十分脆弱。

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情况。 看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口将受到这些冲击的影响。 例如， 据预测， 在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３ 年的冬天， 英国三分之二的人口将遭受与燃料有关的困难， 将带来更多的死亡和健康不
良。 这种情况导致更多的人无家可归， 更多的人在 “食物银行” （向穷人捐赠食物的地方） 外排队，
更多的人负债累累。 当然， 这并不是只在英国才有。 在任何地方， 像极端天气事件等自然灾害影响了
无数的社区。 如今， 有一份工作远远不能保证摆脱贫困或经济不安全。

从这种暗淡的情景中应得出三个推论。 首先， 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会克服这些威胁。 它只会加速
全球变暖和生存危机。 第二， 旧的社会政策对解决新的危机是无效的。 第三， 在新的收入分配制度和
新的社会保护制度的基础上， 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 即建立社会的稳健性 （抗冲击的能力） 和社
会的复原力 （应对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 将援助 “瞄准” 少数人身上是徒劳的， 也是不公平
的， 因为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脆弱的。

这就是现代的现实。 然而， 在政治家中存在着一种可怕的犹豫不决。 似乎即使是名义上的社会主
义的政党也仿佛在自我毁灭的胆怯中梦游， 让不禁人想起葛兰西 １９３０ 年在狱中写下的令人心寒的箴
言： “危机正是在于旧的正在消亡， 而新的尚未诞生； 在这个过渡时期， 将出现各种病状。”②

绥靖之风在空气中弥漫。 所谓的左派政党批评财阀， 但却接受他们以捐款和媒体支持的形式提供
的慷慨解囊。 他们的领导人利用一切机会告诉 “企业”， 在他们手中它们会很安全。 在西方， 政治格
局被社会民主的 “智库” 所占据， 他们装出一副受人尊敬的样子， 寻求 “相关性”， 急切地表达 “温
和”， 使他们能够继续获得仁慈的 “捐助者”。 政府正在对事件作出反应， 而不是采取预防措施来控
制局势。 人们对未来的宏大叙事或愿景感到恐惧， 并愿意按照统治者、 金融家和财阀制定的规则进行
游戏。 这必须结束。

三、 基本收入： 自由、 安全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支柱

因此， 在中国以及所有重要的国家， 应该很清楚的是， 旧的收入分配制度已经瓦解———劳动力在
收入中的份额已经下降， 不稳定无产者阶级已然增长， 除非发生结构性变化， 他们将变得更加不安、
疏远、 不安全和愤怒， ———并将出现更多的生态和经济危机以及更多的大流行病。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
刻。 这是一个新宣言的时刻， 不是 １８４８ 年的旧的共产主义者宣言， 而是一个不稳定无产者的宣言。
这里没有时间考虑这样一个宣言的所有内容。 最后， 我只想考虑一项几乎每个国家都能负担得起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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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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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 我想说的是， 这项政策的证成在哲学上是有根据的。 　
这个建议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由国家提供适度的基本收入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每月单独支付，

不附加行为条件， 无论收入、 财富、 工作状况、 婚姻状况或性别。 它应该平等地支付给人们， 因为其
目的是让每个常住公民平等地 “共享” 公共财富， 加强社会团结。 基本收入水平将由政府任命但行
政独立的委员会确定， 并可由公共资本基金支付。 这是一种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 正如我在最近的书
中所阐述的那样。① 　 　 　 　 　 　

基本收入有三个哲学上的理由。 首先是它是一个共同的正义 （ｃｏｍｍ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问题。 我们所有
人在社会中的收入和财富主要由我们许多代祖先的贡献决定。 但我们不可能知道谁的祖先贡献多大或
多小。 如果我们允许私人财富的继承， 就像每个社会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把基本收入看作是一种共同
分红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的形式， 看作继承公共财富的一部分。

此外， 所有的社会都建立在平等地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公地 （ｃｏｍｍｏｎｓ） 之上———土地、 海洋、 海
床、 自然资源和过去几代人建立的社会设施。 卡尔·马克思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不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工
厂或矿山的剥削感到愤怒而变得激进， 而是因为看到公地是如何从农民和其他平民手中被夺走。 在每
个国家， 几个世纪以来精英和商业利益集团夺取了公地， 剥夺了平民的遗产。 对基本收入的要求是对
这种剥夺的补偿。

基本收入将是一个代际正义 （ｉｎｔｅｒ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的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经济增长和资本
积累比其他地方更快的地区。 但是， 过去增长的地区往往成为衰败和落后的地区， 其财富被其他地方
拿走了。 一个平等的基本收入支付给全国各地的每个人， 将均衡收益， 实际上提高了较贫困地区相对
于较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 减少收入不平等。

基本收入将是一个生态正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的工具。 富人造成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远远多
于穷人。 但是， 穷人遭受的污染要多得多， 这损害了健康和生活水平。 每个国家都需要提高对碳和化
石燃料的税收。 只有保证收入作为基本收入的一部分加以循环利用， 这在政治上才是可行的。

基本收入将是一个应该被称为同情正义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的工具。 每个公民都将拥有平等的
经济权利， 而不是把公民沦为祈求者， 在紧急情况下依靠国家的慈善， 或依靠其他形式的慈善。 换句
话说， 基本收入将减少国家作为慈善提供者的作用， 这肯定应该是任何社会主义者的目标。

基本收入将是一个工作正义 （ｗｏｒｋ ｊｕｓｔｉｃｅ） 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和旧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下， 只
有劳动的表现才被认为是值得用货币工资来补偿的。 这是性别歧视和荒谬的。 护理工作主要由妇女完
成， 它同样是生产性的———也是生育性的———而且在老龄化社会中， 它对美好社会的贡献甚至变得更
加重要。 基本收入将鼓励和奖励社会所依赖的护理工作和社区工作。

基本收入的第二个伦理或哲学理由是， 它将成为促进自由 （ ｆｒｅｅｄｏｍ） 的工具。 大多数社会思想
家， 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 都声称赞成自由。 但是， 自由需要保证获得物质资源。 基本收入会加强
三种形式的自由。

首先是所谓的自由至上主义的自由 （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者和其他资本主义
倡导者所强调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麻烦的是， 如果人们贫穷或长期缺乏
安全感， 这就毫无意义或具有侮辱性。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做任何必要的事情。 对
剥削的雇主或房东说 “不” 的自由， 只有在人们能够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时才存在。

其次是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自由 （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这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有意思。 这
是道德上的自由， 是做出一个人认为在道德上与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相一致的决定的自由。 同样， 除
非一个人有基本的收入保障， 否则他不可能轻易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 但是， 国家应该希望加强其公
民的道德能力。

第三， 基本收入将加强共和主义的自由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这是指在一个人的决策中不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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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干预的自由。 如果一个人必须寻求丈夫或父亲或其他权威人士的批准， 即便那个人非常仁慈， 她也
不自由。 一个人只有在自己能做决定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自由， 不管别人是否同意。

因此， 基本收入将加强所有这三种形式的自由。 现在要考虑的是基本收入的第三个伦理或哲学理
由。 这也许与我们这个时代有最显著的相关性， 即基本收入将促进基本安全 （ｂａｓ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基本安
全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 它也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益品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因为如果一个人拥有它，
并不会剥夺其他人拥有它。 事实上， 我把它称为高级公共益品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因为如果每个
人都有基本安全， 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受益。

不过， 我们应该把基本安全与完全安全 （ ｔｏ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区分开来。 如果你的安全感太强， 你很
可能会变得粗心或懒惰。 我们需要的是基本的安全感， 这样你就知道， 即使你在生活中发生了意外、
疾病或犯了错误， 你也能够生存下去。 心理学家表明， 除非一个人有基本的安全感， 否则他的精神能
力会下降， 智力会实际上下降， 做出理性决定的能力也会下降。 从这个角度看，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
在经济上没有保障， 期望人民有社会责任感是不公平的。 基本收入对这一切都有所回应。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 我们这里要谈谈最重要的关键点。 在整个 ２０ 世纪， 社会政策是建立在这
样的假设上， 即国家会在某人遭遇不利事件后提供保护， 例如失业或疾病。 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可以
计算出来， 对于可能的成本也可以粗略估计出来。 但是， 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在与长期的不确
定性作斗争。 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 感觉到新的冲击会在任何时候袭击他们和他们的社区， 但事先不
知道它将如何影响他们， 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应对和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一个事先的社会保
护 （ｅｘ ａｎ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体系， 也就是充分保证基本安全的存在。 基本收入是提供这种保护的唯
一途径。 当然， 仅仅它本身是不够的， 但作为一个良好社会的支柱， 它是必要的。

除了正义、 自由和安全这三种哲学上的证成， 基本收入在经济上也是可证成的。 它可以提供一个
自动的宏观经济稳定器 （ｍａｃｒ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ｅｒ）， 也就是说， 它可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向上调
整，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向下调整， 或者至少有一个部分可以用这种方式调整。

有证据表明， 基本收入实验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很幸运， 能够帮助将我所相信的政策付诸实施。
在使用独立的客观方法进行的实验中， 来自不同类型的社区的数千人获得了基本收入， 实验结果在数
年内受到监测。 这些实验是在加拿大、 印度、 美国、 西班牙和肯尼亚等不同国家进行的。 但无论在何
处， 实验结果大致相似。 基本收入有助于健康的改善， 尤其是心理健康。 特别在低收入社区， 它带来
了更好的营养， 尤其是幼儿的营养。 它提高了学校的出勤率， 减少了辍学率。 它对妇女有解放的作
用。 而且， 与批评者相反， 它导致了工作的增加， 而不是减少， 并提高了工作的生产力。 它还减少了
收入的不平等， 不仅因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按比例增加了， 而且是因为它使低收入人群能够增加他们
的经济活动。 也许最令人鼓舞的是， 如果一个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得到了基本收入， 这也将有助于加强
社会团结。

基本收入不是灵丹妙药。 但是， 如果社会要经历减少长期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的所有弊端， 这是
势在必行的。 习主席在他的讲话中曾数十次表示， 中国必须减少收入不平等。 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类
似的观点。 提供基本收入将是减少不平等的一个强有力的方法， 否则这种不平等现象未来十年可能会
激增。 让我们来推动它。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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